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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笑美

（中国海洋大学 外国语学院，山东 青岛 ２６６１００）

［摘　要］翟理斯《古今诗选》中的英译杜诗是杜甫诗歌最早的英译文本之一。通过对比分析原文
和译文，发现翟理斯只选译了投射杜甫个人生活题材的诗歌，并有意偏离原诗题自创诗题，再加上

淡化杜诗中的历史地理文化等相关背景知识，明显改写了杜甫及杜诗的形象。依据文化学派翻译

研究理论家勒菲弗尔改写理论的分析框架，从意识形态、诗学方面分析翟理斯英译杜诗之所以如此

的原因，发现翟理斯对杜诗的改写是受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社会思潮、译者个人意识形态和主流诗学

等因素的共同影响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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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甫（７１２—７７０）是中国唐代中期以前古典诗
歌艺术的集大成者，元稹评价杜甫“尽得古今之体

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杜甫是一位现实主义大

师，其作品真实记录了唐帝国由盛转衰时期的政治

局势和社会面貌，有极高的史料性，故称“诗史”。

另外他还是一位极富人文关怀的诗人，忧国忧民，关

心人民疾苦，有“扶君至尧舜”的政治抱负和理想，

体现了民胞物与的儒家品格。其诗文深沉蕴蓄，感

情曲折抑扬，也因此形成“沉郁顿挫”的风格特色。

杜甫及其诗歌不仅在国内备受推崇，广为传颂，在英

语世界也不断传播。

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的英国外交家、著名汉学家
翟理斯（ＨｅｒｂｅｒｔＡｌｌｅｎＧｉｌｅｓ，１８４５—１９３５），是将杜甫
诗歌译成英文的重要先驱。其在１８９８年出版的《古
今诗选》（ＣｈｉｎｅｓｅＰｏｅｔｒｙｉｎＥｎｇｌｉｓｈＶｅｒｓｅ）［１］，选译了
从周秦到清代的诗歌共２００首，其中杜诗１０首。其
译作 “诗味 浓 郁，严 谨 典 雅，在 西 方 风 行 一

时”［２］（Ｐ３９）。施觉怀曾夸赞翟理斯有诗才，称“Ｇｉｌｅｓ
译中国古诗可算一绝”［３］；北大教授许渊冲在《谈唐

诗的英译》一文中也对翟理斯的英译汉诗持肯定态

度，指出“宁可继承Ｇｉｌｅｓ诗体译文的传统”［４］。
相比于翟理斯的杜甫诗歌英译对杜诗在英语世

界的传播及接受所作出的重大贡献，国内对这方面

的研究略显单薄。李特夫［５－６］在２００１年发表的关
于杜甫诗歌在西方译介情况考论的两篇文章中仅对

翟理斯英译杜诗的重要地位有所提及；郝稷［７］在

《翟理斯〈古今诗选〉中的英译杜诗》中也只是对翟

理斯英译杜诗予以简单介绍和评析，而对翻译过程

及译者本身的研究并未触及。另外，传统语言学视

角的翻译研究理论着重分析文本之间的“忠实”或

“对等”，对翻译中的改写现象无法做出明确解释。

勒菲弗尔改写理论超越了传统语言学层面的规定性

研究，把翻译研究置于社会历史文化的宏观背景下

进行考察，这极大地扩展了研究视野，为翻译中的改

写现象提供了新的研究角度和方法。本文拟从勒菲

弗尔改写理论视角研究翟理斯英译杜诗中的改写现

象，并探究其原因。

　　一、勒菲弗尔的改写理论及其对翻

译研究的启示

　　作为翻译研究“文化转向”潮流的主要提倡者
和推进者，安德烈·勒菲弗尔（ＡｎｄｒｅＬｅｆｅｖｅｒｅ）强调
社会文化因素在翻译中的地位及作用，认为“基于

原语和目的语文本层面的‘对等’不存在，译者面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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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大量难以理解的且容易被误读的文化材料；翻

译研究的对象不仅仅是文本，还需对翻译带来重大

影响的历史、文化及社会制度进行研究”［８］。

在《翻译、改写以及对文学名声的控制》一书的

序言中，勒菲弗尔明确指出翻译当然是对原文的一

种改写，他还强调“翻译是最明显的改写形式。它

是最有影响的潜在力量，能够跨越始发国的文化疆

界，将作者或作品的形象投射到新的文化场景。通

过翻译投射的文学作品的形象基本上由两个因素决

定，这两个因素按重要性排列分别是译者的意识形

态（无论是译者主动接受或是由其他赞助人强加

的）和译者所处时代的主流诗学”［９］。下面我们具

体阐述决定译者翻译策略使用的２个因素：意识形
态和诗学。

勒菲弗尔改写理论中所指的意识形态是一种包

含惯例、传统、信仰等文化形态在内的广义的意识形

态，而不是政治思想意义上的狭义的意识形态，它是

制约人们信仰和行为习惯的总的因素。作品的形式

风格和内容主题都要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翻译不

仅依赖于语言文化，更重要的是要达到意识形态的

预期。当原文本的意识形态与译者的意识形态发生

冲突时，大多数译者都会倾向于采取各种手段改写

原文本，从而使其与目的文本所在文化的意识形态

相融合，以贴近目标读者的心理期待。

除意识形态外，决定译者翻译策略的因素还有

诗学。根据勒菲弗尔的理解，一种诗学形态包括２
个方面：一是各种文学手段、样式、题材、原型人物、

场景、中心思想以及象征等文学要素；二是文学在整

个社会体制中的功用。前者从技术层面对原文进行

改写；后者在很大程度上促使译者选择主题与社会

体制相关的文学作品进行翻译改写，借以博得大众

注意。

勒菲弗尔的改写理论首先是比较文学理论的一

种，但是它对翻译研究，尤其是对翻译文学研究也有

重大意义。根据勒菲弗尔改写理论，“意识形态主

要从政治、社会、伦理、道德方面来操控译者，诗学则

是译者翻译过程的文本表征”［１０］。一些看似不忠实

的翻译，可能不是语言文字的原因，而是意识形态、

诗学等因素的影响。因而勒菲弗尔的改写理论为探

究翟理斯译改杜诗的原因提供了重要启示。

　　二、翟理斯《古今诗选》中对杜诗的

改写

　　杜甫一生写下１５００多首诗，其诗多涉及政治

黑暗、社会动荡、人民疾苦，表达了其强烈的忧患意

识和高尚的儒家仁爱精神，即使在一些咏物写景诗

中，甚至在有关朋友、兄弟及夫妻的抒情诗中，也渗

透着对祖国和人民的深厚感情。然而在《古今诗

选》中，翟理斯所选译的１０首杜诗除了《石壕吏》直
接触及当时的社会波澜，其余９首诗都指向杜甫的
个人生活世界：《绝句·江碧鸟逾白》反映的是羁旅

异乡的惆怅；《落日》是一首即景抒情诗，描写村居

田园之乐；《月夜忆舍弟》抒发思友怀亲之情；《江

村》描写家庭之乐；《琴台》歌颂司马相如和卓文君

的爱情故事；《题张氏隐居》和《陪诸贵公子丈八沟

携妓纳凉》描写寻仙访隐、宴饮郊游的场景；《曲江

二首》则突出了人生苦短、及时行乐的思想。译文

所呈现的杜甫不再是一个动荡时代的颠沛流离者，

也不再是一个于困苦中依然忧国忧民的伟大爱国儒

士。这种对杜甫形象的改变和对杜诗内涵的弱化很

大程度上是由于翟理斯在翻译过程中的特殊处理所

致，以下只具体谈两点。

１．译文对诗题和历史地理文化信息的处理
翟理斯在翻译诗题时有意偏离原诗题。杜诗拟

制诗题之妙，历来为诸多杜诗学研究者所称赞。比

如清代的金圣叹曾评论《江村》：“题曰江村，诗曰江

村者，非江边一村也。乃清江一曲，四围转抱，既不

设桥，又不置艇，长夏于中，事事幽绝，所谓避世之

乐，乐真不啻者也。”［１１］“江村”之题与全诗主旨形

成了一种文化上的微妙联系，然而翟理斯却将该诗

题目译为“ＨｏｍｅＪｏｙｓ”（合家之欢）来概括全诗大
意，从而尽失曲折之美。对比原诗可知，翟理斯所译

的杜诗没有一首与原诗题目相一致。《绝句·江碧

鸟逾白》译成“ＩｎＡｂｓｅｎｃｅ”（不在场），《落日》译作
“Ｗｉｎｅ”（酒），《月夜忆舍弟》题目译为 “ＴｏＭｙ
Ｂｒｏｔｈｅｒ”（致吾弟），《琴台》则直接以故事主人公之
一“ＳＳＵＭＡＨＳＩＡＮＧＪＵ”（司马相如）为题，《题张
氏隐居》译为“ＴｈｅＨｅｒｍｉｔ”（隐士），《陪诸贵公子丈
八沟携妓纳凉》的题目译为 “ＡＰｉｃｎｉｃ”（郊游），《石
壕吏》译成 “Ｐｒｅｓｓｇａｎｇ”（征兵队）。更加值得注意
的是，尽管翟理斯同时选取了《曲江二首》，却将其

分别翻译成两首韵律形式不同的诗，并分别以意大

利语和拉丁语为之译题。总体来看，翟理斯的译文

题目，即诗题主要是依据他对原诗大意的理解而自

创。翟理斯译诗中题目的偏离使得原诗作者杜甫的

形象越来越生活化、田园化、浪漫化。

此外，翟理斯还有意淡化杜诗中的历史地理文

化等相关背景知识。杜甫诗歌号称“诗史”，其中蕴

·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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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着大量的文化、历史、地理等社会信息。然而这些

重要信息在译诗中却消失殆尽。例如《石壕吏》和

《琴台》，原诗题特地标明诗歌所描述事件的发生地

点“石壕”、“琴台”这２个重要地理信息，而译诗诗
题为《征兵队》《司马相如》；另外，诗句“急应河阳

役”被译成“ｔｏｊｏｕｒｎｅｙｔｈｅｓｅａｔｏｆｗａｒ”，河阳这个地
理信息也被一笔抹去。翟理斯译诗对杜诗所蕴含的

文化典故基本不予说明。翟理斯的１０首英译杜诗
中只有２处注解，一处是对《琴台》中的司马相如进
行注解，解释非常简短，偏重于他与卓文君的风流韵

事，诗中凭吊古迹之感转化为杜甫本人心中情感渴

望的表现；另一处是对《题张氏隐居》的尾句“对君

疑是泛虚舟”给予说明，指出杜甫对自己能否接受

隐士生活产生怀疑，而并未对其中的文化信息进行

说明。翟理斯在译文中对杜诗原文中的历史地理文

化信息的淡化，降低了杜诗的史料性和文化内涵，削

弱了杜诗的历史厚重感。

２．译文对诗歌样式的选用
从诗歌体裁样式来看，杜甫是一个众体兼长的

诗人，绝句、律诗、古体、五言及七言，他都能运用自

如，行文比较多变。然而，通过对照原文和译文２个
文本，发现翟理斯的英译杜诗，在诗歌形式上以诗译

诗，力求对应，以传达诗歌的美感。翟理斯为创造与

原诗的某种对应，译诗的句数均与原诗保持一致：绝

句以四句译出，律诗则以八句译成。此外，译诗还特

别注重押韵，或隔行押韵（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ｒｈｙｍｅ，又称交
韵）或两句一韵，或用抑扬格四音步（ｉａｍｂｉｃｔｅｔｒａｍｅ
ｔｅｒ）或用抑扬格五音步（ｉａｍｂｉｃｐｅｎｔａｍｅｔｅｒ），这些都
是传统的维多利亚英诗格律特点。

在翟理斯《古今诗选》选译的１０首杜诗中，有１
首五言绝句（《绝句·江碧鸟逾白》），４首七言律诗
（《曲江二首》《题张氏隐居》《江村》），１首五言古诗
（《石壕吏》），４首五言律诗（《落日》《月夜怀舍弟》
《琴台》《陪诸贵公子丈八沟携妓纳凉》），这４种体
裁都有各自的字数韵律形式限制。然而翟理斯却将

它们一概译成英国维多利亚诗歌样式。这样译文所

传达的作者杜甫只能是一个文风拘谨、风格单调的

诗人形象。

综观《古今诗选》，翟理斯的杜诗译文在很大程

度上是对原文的改写，这突出表现在３个方面：一是
凸显了杜甫关于个人生活的诗歌题材；二是大规模

删除杜诗中的历史文化地理信息；三是利用维多利

亚格律诗体翻译杜诗。这种改写，在形式上，改变了

杜诗众体兼长及行文多变的特点；在内容上，使原文

中的那位有着济民安邦抱负从而忧国忧民、积极入

仕的儒者，变成了译文中耽于寻仙问道、宴饮游乐、

思亲怀乡、田园村居、家庭之乐的隐士；在总体风格

上，一改杜诗“沉郁顿挫”的风格特色，使其转变为

轻松、明快、简洁的诗风。

　　三、从勒菲弗尔改写理论视角分析

翟理斯改写杜诗的影响因素

　　下面以勒菲弗尔的改写理论为分析框架，分析
翟理斯《古今诗选》改写杜诗的原因。翟理斯历经

了整个维多利亚时代（１８３７—１９０１），因而他的翻译
行为深受维多利亚时代的主流意识形态和诗学的

影响。

１．意识形态对翟理斯的影响
在意识形态层面，维多利亚时代经历了重大变

革。科学技术的发展打破了英国民众过去坚定的宗

教信仰，特别是达尔文的《物种起源》（１８５９）与《人
类的进化》（１８７１）动摇了传统信仰的理论根基。
１８８０年代初的经济发展进一步加剧了贫富分化，使
得维多利亚王朝推崇的社会价值观念和道德规范纷

纷瓦解，至１８９０年代几乎彻底崩溃。随着艾约瑟的
《中国的宗教状况》（１８５９）、理雅各翻译的《道德
经》（１８８５）、翟理斯撰写的《老子遗存》（１８８６）在英
国的出版发行，道教思想开始在维多利亚时期的英

国流传。宣扬“天人合一”、“自然无为”、“返璞归

真”的道家哲学思想正好契合了当时人们追求自由

与和谐社会的渴望。因而英国人迫切地想要揭开东

方古国的神秘面纱，感受历史悠远的东方文明，窥看

中国的芸芸众生和社会百态，并从中寻求精神慰藉

和出口［１２］。翟理斯作为英国驻华外交官和汉学家，

其特殊的人生经历和时代背景赋予他以特殊使命：

传播中国文化、迎合英国读者期待。鉴于当时道教

思想的盛行，为迎合当时英国大众的心理需求和求

知欲望，翟理斯仅选译了杜甫诗歌中描写求仙访道、

郊游宴饮、田园村居、和谐家庭生活等蕴含道教哲学

思想的题材，而对反映杜甫忧国忧民和“扶君至尧

舜”政治理想的儒家题材的诗歌则少有涉及。通过

自创偏离原题的诗题和淡化历史地理文化等信息，

翟理斯的英译杜诗营造了一种道家的清净无为

氛围。

事实上，勒菲弗尔改写理论中的意识形态，除了

包括主流社会意识形态外，还包括译者的个人意识

形态，后者包括个人性格、教育、生活和工作经历等

因素［１３］。翟理斯的父亲约翰是英国国会的牧师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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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圣体学院的院士，在翟理斯小时候，其父亲就督

促他抄写拉丁语和希腊文名篇，并教导他广泛阅读

古希腊古罗马的神话和历史书籍，这种古典式的教

育和他对古典文化的兴趣和实践，造就了翟理斯严

谨的英国学院派作风。因而我们可以推断，翟理斯

对古典文化的精通和爱好，是《曲江二首》之二的诗

题被译为拉丁语的一个重要原因。另外，翟理斯古

板的英国学院派作风也为其以严谨、典雅的维多利

亚体诗歌形式翻译杜诗提供了一种解释。

２．诗学对翟理斯的影响
在不同的时代及文化中，对于不懂原文的读者

来说，译文文本是否符合当时的主流文学规范，是其

接受和评价译入诗歌的基本依据。１９世纪末２０世
纪初，英国仍然盛行传统英诗风格，诗歌读者仍习惯

于格律体的传统样式。作为维多利亚时代诗歌主导

形式的格律体，在遣词造句和音韵节奏方面都有比

较严谨的固定格式。因此，立足于英国当时的诗学

规范，翟理斯采用维多利亚诗体形式翻译杜诗便是

很自然的事情。另外，译诗中偶然使用希腊和拉丁

文典故，在当时的英语世界被公认为是增强译文文

学性和感染力的常用手段。［２］（Ｐ４４）遵循上面提到的

两点诗学规范，翟理斯的英译杜诗显得典雅、整饬而

严谨，从而保证了译文的可读性，易被当时英语世界

的诗歌读者所接受和欣赏。

　　四、结语

翟理斯《古今诗选》中的英译杜诗在对翻译文

本和翻译策略的选择上，改变了杜诗的形式、内容和

整体风格，也改变了诗人杜甫的形象。译者所处的

时代特点、译者自身的意识形态和主流诗学等诸多

因素，都以某种方式影响了译文的产生。

翟理斯虽然并非首位杜甫诗歌的英译者，但是

与早先理雅各的翻译相比，“翟理斯的译作将杜诗

提到较为重要的地位”［７］。翟理斯的研究和翻译，

为２０世纪初的西方世界认识和欣赏杜甫乃至整个
中国古典诗歌，推动西方学习和翻译中国古诗，做出

了历史性贡献。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译文对原文

的种种改写，偏离了中国传统中杜甫及其诗歌的固

有形象。尽管如此，翟理斯《古今诗选》中的英译杜

诗在留下诸多遗憾的同时，也为原诗的重译开辟了

广阔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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